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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的意义 

童杰 龚缨晏
1
 

【摘 要】：距今 8000 年前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贝丘遗址。它不仅为深入研究史前全球海平

面的升降过程提供了难得的材料，而且也为研究世界史前史提供了珍贵的实例。井头山遗址表明，当时浙江沿海曾

经生活着一批“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他们已经利用独木舟之类的“早期水上航行器”在附近的浅海上活动。

史前浙江文化的璀璨全图，就是由包括贝丘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共同构成的。井头山遗址还表明，中华文明在来源

上来说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 

【关键词】：井头山遗址 贝丘遗址 史前社会 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 

2018 年 6 月，国际史前与原史科学协会（UISPP）在巴黎召开了两个专题研讨会。第一个主题是“贝丘遗址与滨海资源”

（Shell Mounds,Shell Middens and Coastal Resources），第二个主题是“水下景观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Submerged 

Landscapes）。1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向这两个研讨会提交了 40 多篇论文，其中 14 篇被挑选出来，发表在 2021 年 3 月问世的

第 584 卷《国际第四纪》（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杂志“滨海史前史与水下观景：软体动物资源，贝丘，水下考察”（Coastal 

Prehistory and Submerged Landscapes:Molluscan Resources,Shell-Middens and Underwater Investigations）专号上。这

期专号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广，包括西欧、非洲、美洲、澳洲、阿拉伯半岛等，可以说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于贝丘遗址的最新研究

进展，但没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不过，就在《国际第四纪》的编辑们对这 14篇文章进行认真修改、编校的时候，在遥远的太

平洋西侧，一群中国考古学家们正在紧张地发掘一个前所未知的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 

一、中国的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北靠丘陵，南对姚江。从2013 年底开始到 2014 年，考古工作者通过

几次试掘，在地表下面 7—8 米深的文化层中发现了贝壳、碎骨等，并且确定其年代为距今 8000 多年。2017 年，国家文物局批

准对井头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由于遗址下面是容易坍塌的淤泥，所以为了确保人身和文物安全，最后决定借鉴日本的考古方

法，在发掘之前预建钢结构围护。2018 年 3月—2019 年 8月，经过高难度的施工，最终建成了一个东西长 50米、南北宽 15米

的钢结构围护基坑，总面积为 750 平方米。
2
在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史上，建造钢结构围护基坑的做法还是首次。 

2019 年 9月—2020 年 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井头山遗址进行了发

掘。考古发掘表明，井头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整体上距现地表6—11米深，并且顺着地下小山岗的坡势由西向东倾斜分布。根据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美国 BETA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学院新建碳十四实验室等多

家机构的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800—8300 年之间。发现的生活遗迹有 30多处，包括灰坑、橡子储藏坑、烧土堆、器

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及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3 

第一大类是动植物及矿物遗存。井头山考古发掘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说：“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

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蛎、蛏、蛤、蚝等）壳体，以及胶结着牡蛎壳的礁石块等。贝壳遗存以外的动物遗存是各

类渔猎动物骨骸，属鹿、猪、狗、水牛、海鱼、蟹、龟、水獭等，其中海鱼的脊椎骨最粗的达 5厘米左右，另有一些黄鱼的耳石、

鳐鱼的牙齿等。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先民加工木材后丢弃的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以及火烧后残留的木炭块和木炭颗

粒，其次是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以及加工、利用后产生的大量麻栎果、橡子壳，桃核、松果、灵芝块、炭化米、杂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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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二大类是四百多件人工制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其中石器二十多件，有斧、锛、锤、凿、

石球、垫饼、磨石等。木器有上百件，形状不一，有双尖头木棍、带销钉木器、“7”字形木器柄、木杵、木桨、木碗等。芦苇

编织物十多件，主要有筐、篓、篮、席、扇、鱼罩等生活用器。此外，还有数十件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而成的贝器，有的呈铲形，

有的呈耜形，也有的呈勺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头山出土的两件木器。一件是T509出土的带销钉的残木器，长50厘米，最宽处 20厘米，可能是

独木舟的残片，也有可能是某种乐器残件。另一件出自 T510，是一根带有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长 50 厘米，直径约 3 厘米，

用途不明。通过研究分析，可以确定这两件木器上都有人工漆的涂层。
4
孙国平介绍说：“这两件木器文物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中

国最早的漆器，将中国乃至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早到 8000 多年前。同时说明了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地区是漆文化的起源地，而此

前已发现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则是漆器工艺的主要早期发展区域和主要传承者。”5 

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苏秉琦先生形象地将它们比喻成“满天星斗”。不过，目前已知的新

石器文化，或分布在山地，或分布在平原，或分布在沿湖地带，滨海贝丘遗址则很少，可以说是璀璨“群星”中最不起眼的，相

关的学术研究也不多。6赵荦 2014 年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中写道：中国沿海地区的贝丘遗

址“出现于距今 7000 年左右，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甚至秦汉以后。”7浙江位于东海之滨，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但在井头

山遗址发现之前，浙江没有发现过史前滨海贝丘遗址。赵荦的力作罗列了辽东、山东、福建、两广等地的沿海贝丘遗址，浙江部

分则是空白。这样，井头山遗址就成了“浙江省内和长三角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浙

江史前贝丘遗址的空白，而且将中国史前贝丘遗址出现的年代提前至 8 千多年前，使我们“突破了对原有的史前遗址在沿海地

区分布规律的认识。”
3
在宁波市，井头山遗址发现之前，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河姆渡文化，年代为距今 7000—5000年前后。井

头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将宁波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而且，还为探讨河姆渡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更加

重要的是，井头山遗址在世界史前史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井头山遗址与全球海平面变迁 

贝丘遗址的研究始于欧洲。从 15 世纪末开始，欧洲人通过大航海来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发现了前所未知的众多原始民族。

1584 年，欧洲人在巴西见到当地的印第安人大量采集贝类作为食物，废弃了的贝壳则形成了堆积物。8 此后，欧洲人在新西兰、

澳大利亚、非洲南部等地也陆续发现采食贝类的土著部落。9在欧洲北部，人们早就注意到成堆的贝壳，但一直认为是自然形成

的。从 1847 年开始，丹麦学者对这些贝丘率先进行了研究，并且确认它们是人类食用后弃置形成的。丹麦学者还将这些贝丘称

为“Køkkenmøddinger”（厨余堆积）10，这也是西方语言中“贝丘”一词的来源。从此，贝丘研究在世界各地不断兴起，并且发

展成为一个包括考古、地质、海洋、气候、环境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11 

从世界范围来看，贝丘遗址在各大洲都有分布。在地中海地区，大概 30万年前人类就可能已经食用贝类了，当时属于旧石

器早期。12在非洲南部，发现了 19万 5千年前的贝丘，当时属于中石器时代。13在赤道附近的东南亚地区，人们从 45000 年前开

始利用贝类，到40000年前已大量食用贝类。14在欧洲西端的大西洋沿岸，旧石器晚期（约公元前38000—前 8900 年之前）开始

利用贝类，但尚未出现贝丘遗址。到了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900—前 4900年前），贝丘遗址出现。15日本共有 4千多个贝丘遗

址，其中 1千多个属于绳文时代（约公元前 14,000—前 500年前）。
16
在北美洲的佛罗里达，贝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7200 年

前。17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学术界对于 3 万年来全球海平面变化的研究表明，距今二万九千年至二万一千年之间，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 130 多米，然

后开始逐渐上升。18我国学者早就指出，大约距今一万六千年至一万五千年间，东海海平面曾经下降了 150 多米，古海岸线退却

到现在东海外陆架 150多米等深线的位置。后来海平面逐渐上升，至距今 1万年左右，海平面比现在低 40米，“8000 年前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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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位置，大约在-5米以下”，“距今 7000 年左右海面达到目前位置”。19国外学者认为，由于海平面的上升，大量史前贝丘遗

址实际上被埋在现在的海水下面了。1 而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印证了这种观点，而且还为今后寻找贝丘遗址提供了方向和线

索。 

今天的井头山遗址位于姚江平原。而在 8 千多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湾，南、西、北三面丘陵环抱，东北方向则与杭州湾相

通。孙国平将这个海湾称为“古宁波湾”。不过，在现代地理中，宁波市的核心区是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交汇的三江口。“古宁

波湾”一名容易使人误以为井头山遗址所在的海湾面朝着东南的三江口方向。而实际上，井头山遗址所在的姚江，8千多年前是

面朝东北方向的一个海湾，因此称为“古姚江湾”可能更加合适。当时，“古姚江湾”与现在的杭州湾连为一体，直通东海。这

样，井头山遗址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包括井头山遗址在内的世界各地贝丘遗址，有力地说明了

两个事实。第一，地球是一个整体，海平面升降是全球性的，因此，保护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第二，当海平面在全球范围

内出现升降时，人类应对海平面升降的方式也具有共同性，这就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 

三、井头山遗址与世界史前史研究 

从 16世纪开始，欧洲人不断记录世界各地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民族。1911年，英国学者索拉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 年）在《古代及当代的狩猎者》（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一书中将民族学

资料与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首先提出了“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这个概念。20以此概念为出发点，西方学术界形成

了这样的普遍观点：“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中，男性主导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是推动人类体质、文化及技术进步的动力”，

而包括贝类在内的各种水生食物则是“无足轻重的、费时费力的、低营养的、不稳定的”次要食物，因为这些水生食物“产量不

高，价值很低”；只有当人口增长、陆上大型猎物减少时，“人类才开始系统地、不断地利用这些水生食物”21。我国目前通行

的权威教科书则这样写道：“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能靠采集野生植物的根茎、果实和猎捕动物

为生”22，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水生动物。 

但从 20世纪后期开始，通过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开始越来越重视水生动物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认

为“狩猎-采集者”这个概念并不准确，23于是将此概念扩大为“狩猎-渔捞-采集者”（hunter-fisher-gatherers），或“狩猎-

采集-渔捞者”（hunter-gatherer-fishers）。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以此为题的硕士论文 24及学术论文 25。现在，这样的概

念不仅已经成为常用术语，而且还出现了 HFG 或 HGF 这样的特定缩写。为了强调海洋资源在沿海地区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有的学者还使用“滨海狩猎-渔捞-采集者”（coastal hunter-fisher-gatherers）或“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coastal 

hunter-gatherer-fishers）这样的概念。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成堆海贝及海鱼骨头，是人们利用海洋资源的直接证据。不仅如此，这里还发现了“跟现代浅水滩涂上渔

民抓鱼仍在用的鱼罩非常相像的用芦苇编织的捕鱼工具，以及用直径约一二毫米的细绳编织的渔网残块”3。目前虽然还没有发

现过独木舟，但出土了一件“加工精细、保存完好”的完整木桨（见下图），其形状为“环首短柄、弧形桨叶，背部中段带有两

个方形突块”。有桨，就意味着一定有了独木舟之类的木船。鉴于当时这里是个海湾，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海贝以及海鱼骨

头，所以，这个木桨应当用于浅海划行的。孙国平因而写道：“这件国内最早用于近海航行划船的木桨无疑是井头山人适应海

洋、利用海洋的最有力实证。”3 而人们在附近浅海上活动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了采集贝类、捕捉鱼类。近年来，随着水下考

古学的发展，国外学者将史前独木舟、竹木筏等统称为“早期水上航行器”（Early Watercraft，缩写为 EW）。26井头山遗址发

现的木桨，就为研究史前世界的“早期水上航行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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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木桨。照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谨致谢忱。 

生活在史前井头山的人们，既捕猎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又采集橡子等野生植物，同时还在海滨及浅海地带采集贝壳，张网捕

鱼，因此，国外学者提出的“滨海狩猎-渔捞-采集者”或“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概念，也适用于井头山时期。不过，井头山

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及碳化米粒表明，稻作农业可能也已经产生了。据此推断，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前，“狩猎-采集-渔捞”在

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大，而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后，“狩猎-采集-渔捞”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 

世界近代甚至当代的一些原始部落，依然将采集贝类当作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妇女及小孩。2720 世纪

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在国际上的兴起，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北美史前贝丘遗址，认为“女性通过采集贝类的活动而在经济活动中获

得了较大的控制权，同时在区域之间的交换活动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从而强化了自身的社会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些

地区，“陶器最初可能就是由女性发明的”。27我们目前虽然不清楚井头山时期的社会组织及女性地位，但由于滨海地区才有由

狩猎、采集、渔捞、稻作组成的混合经济，而内陆地区则没有滨海渔捞，因此，井头山的社会组织一定存在着不同于内陆地区的

某些特征。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濒临太平洋，幅员辽阔，陆海兼备。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上，

既有众多内陆文化，又有滨海贝丘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多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璀灿星空，进而汇聚成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华文明在来源上来说就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 

注释： 

1 21 G.Bailey,K.Hardy，“Coastal prehistory and submerged landscapes:Molluscan resources,shell-midde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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